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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计划”与亚洲区域发展合作的
形成与演变(1948—1977)*

郭 语 岳云霞**

内容提要 “科伦坡计划”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旨在通过

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实现社会经济发

展。该计划是最早的“南北型”合作机制,具有“太平洋主义”区域意

识下的功能性议题主导,多边框架、双边运作、协商原则、共识性决策

程序的“软制度”规范,以及包容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等早期亚洲区

域合作实践的“亚洲特性”,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区域意识、组织结构、

议程设置、规范构建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科伦坡计划”显示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阵营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意图,体

现了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及英美两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权势转移

进程。它反映出区域内外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特别是中等国

家与世界大国之间的微妙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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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于1950年由英联邦国家正式提出,被称为

亚洲版“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第四点计划”在亚洲的补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提出时间最早、至今仍在运行的较为成功的亚洲区域发展合作实践。该

计划的设立初衷旨在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奖学金及培训项目等方式

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南亚东南亚乃至亚太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在

该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意图。“科伦坡计划”是最早的“南北型”合作机

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孕育了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早期理念与实践,对亚洲

区域发展合作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科伦坡计划”的提出和演变具有特定

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冷战色彩,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援助国的战

略意图,反映出美国和英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权势转移及区域内外国家之

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目前,国内外“科伦坡计划”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梳理“科伦坡

计划”的发展演进;①二是从历史维度分析“科伦坡计划”的提出与冷战时期东

西方阵营争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亚洲共产主义的遏

制;②
 

三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单独分析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

主要援助国实施“科伦坡计划”的内在动因和战略意图;③四是从非西方和受援

国的视角对缅甸、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重点受援国的考量和影响进行

分析;④五是从区域合作的视角研究域外大国的地区政策和东南亚早期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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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践。① 其中,部分研究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层面引入“安全—发展联结”

理论(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从正反两方面解析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

动关系,并提出了发展区域主义即发展导向的区域主义(development-led
 

re-

gionalism)等新概念,强调经济与发展合作对安全与稳定的影响。②
 

总的来看,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区域主义及其实践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东盟及东盟成立以后的东南亚区域合作,而对东盟成立之前的东南亚

区域合作实践则出现明显忽略乃至重大遗漏”③,对“科伦坡计划”需要进一步

关注。本文基于国内外关于“科伦坡计划”、亚洲区域合作、冷战研究等领域的

著作、论文,以及《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等文献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案

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1948—1977年间“科伦坡计划”的起源、发展与演

变进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其所具有的亚洲早期区域合作实践的理念与特

征,分析主要大国的内在动因和战略意图,以期为观察亚洲尤其是南亚、东南

亚区域合作的实践经验和规范建构提供参考。

一、
  

“科伦坡计划”的缘起与发展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奏响冷战序曲。1948年

6月,“马来西亚紧急事件”爆发,与越南战争一起被认为是冷战在东南亚的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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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1948年后,随着冷战在亚洲的推进,东西方阵营都在抓紧抢夺亚洲势力范

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国家担心共产主义在亚洲其他国家蔓

延,遂进一步加大力度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施加影

响,以对抗所谓的苏东共产主义威胁。这一时期,刚获得民族解放的南亚东南

亚国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稳定堪忧,新独立国家面临东西方

不同发展模式和制度道路的抉择,表现出摇摆情绪。西方阵营认为,贫穷是共

产主义的温床,经济独立催生民主和自由。① 此外,1947年美国提出的欧洲复

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为在亚洲地区实施区域合作计划提供了借鉴。

1949年底,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议,共商亚

洲局势与对策。会议认为,共产主义是南亚东南亚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鼓舞了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倾向,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亚

洲国家难以抵抗共产主义的诱惑。因此,英联邦国家应在亚洲构建新的共产

主义遏制政策,通过提供援助等方式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南亚东

南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维持非共产党政权的权威性。由此出发,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亚洲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共同

作用下,一项初衷类似于“马歇尔计划”、致力于通过帮助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和

保持社会稳定来实现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目标的区域合作计划很快登上历史

舞台。

(一)
  

“科伦坡计划”从构想到现实(1951—196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一方面谋求克服外部大国尤其是

前宗主国的支配,另一方面因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脆弱性及对外部大国的

依赖性,不得不有限地参与外部国家搭建的跨区域框架,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外

部安全保证和经济技术援助。东南亚国家的内在需求,与外部大国维持和扩

大在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力,乃至重构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外部需要结合起

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东南亚区域合作酝酿和起步的根本动力。②

“科伦坡计划”动议的缘起可追溯至1948年10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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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总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1972年改名斯里兰卡)三

个新的区域独立国家首次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并首次将大会议题从殖民地

属地问题拓展至区域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和内部稳定等现实问题。1949年

2月,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驻中国大使在南京举行非正式会谈,会

后向各自政府建议实施对东南亚的国际援助计划,称为“南京建议”(Nanking
 

Proposals)。“南京建议”被视为“南亚东南亚的马歇尔计划”,并成为通向“科

伦坡计划”的讨论基础。① 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意图尽快推出对亚洲的

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提升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以遏制苏共阵

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区域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外部援助推动本国经济发

展并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区域内外国家就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的共识基本达成。
     

1950年1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这七

个英联邦国家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既是英联邦首次外长会

议,又是首次在亚洲成员中举行的英联邦会议。② 会议首次提出“南亚和东南

亚经济合作发展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De-

velopm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聚焦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

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在于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经济恢复与

重建的经验,开展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深陷贫

穷和动荡的亚洲英联邦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50年5月15—20
日,英联邦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澳大利亚准备了一份

详尽的“科伦坡计划”三年技术合作方案,会议决定从1950年7月1日起三年

内在“科伦坡计划”下提供800万英镑的财政援助,其中,英国、澳大利亚分别

提供约300万英镑,印度提供75万英镑。③ 同年9月25日至10月5日,英联

邦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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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按要求提交了各自的六年发展计划纲要,经过大会讨论后

最终形成上述国家在“科伦坡计划”框架下的发展方案,并与会议通过的《南亚

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科伦坡计划》最终报告一起,成为正式实施“科伦坡计划”

的蓝本。① 1950年12月20日,澳大利亚就向“科伦坡计划”提供金融支持发表

声明。1950年12月底,“科伦坡计划”技术援助局成立。1951年7月1日,“科

伦坡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随着项目实施,参与方日益倾向于认为“科伦坡计

划”不应局限于英联邦国家,而应就亚洲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面临的

发展挑战开展合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于1951年加入,②成为“科伦坡

计划”第一个非英联邦援助国,此后,美国一直保持最大援助国地位;同年,柬

埔寨、老挝、越南加入;1952年3月,缅甸、尼泊尔加入;1953年10月,印度尼西

亚加入;1954年10月,菲律宾、泰国、日本加入。至此,“科伦坡计划”覆盖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

(二)
  

“科伦坡计划”从顶峰到分化(1961—1977)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科伦坡计划”进入

高速发展时期。1962年,韩国和不丹加入;1963年,马尔代夫和阿富汗加入;

1966年,伊朗和新加坡加入,“科伦坡计划”基本覆盖整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并拓

展至亚洲其他地区。在国际组织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是

“科伦坡计划”成立后头十年里为数不多的参加协商委员会年度会议的国际组

织,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现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亚洲生产力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

联合贸易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参加“科伦

坡计划”的相关会议。1977年,孟加拉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科伦坡

计划”的地理指向进一步从亚洲地区拓展至太平洋地区,加上日本、韩国等东

亚国家在美国支持下日益成为重要推动力量,“科伦坡计划”的“东亚—太平洋

区域”色彩更加浓厚。1977年,“科伦坡计划”由“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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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科伦坡计划”最初设想期限为六年,实施过程中数次延长期限。1955年,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同意延长四年,即持续到1961年6月30日;1959年,协商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从1961年再次延长五年,
20世纪80年代决定无限期延长。

美国加入后仍保留“科伦坡计划”技术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观察员身份,
直到1959年1月才成为正式成员。



的科伦坡计划”更名为“亚太地区合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伦坡计划”(The
 

Co-

lombo
 

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

ic),其核心地理指向从聚焦南亚东南亚转向亚太,区域特性逐步泛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亚太理事会、亚洲开发银行、东盟等

新的跨区域合作机构和本地区合作组织的先后创建及发展壮大,“科伦坡计

划”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有所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

援助快速发展,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对外援助向发展援助再向国际发展合作的

转变,各国相继设立双边援助主管部门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边援助机构,

上述专业援助机构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实施协调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科

伦坡计划”作为亚洲地区援助协调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减弱,并逐渐被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及区域机构所

取代。在1989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甚至有来自援助国的与会人员提出“科

伦坡计划”从国际舞台上体面退场的建议。①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

社会开始反思作为冷战产物的对外援助存在的必要性,这一反思直接体现为

对外援助规模的急剧下降。1991年,创始成员国加拿大、英国退出“科伦坡计

划”,来自其他主要援助国的援助资金也大幅减少,“科伦坡计划”的区域和全

球影响力急剧下降,直至最终淡出东南亚及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这也是当

前学术界对其关注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从1948年10月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动议到1977年“科伦坡计

划”更名的近30年时间,既是“科伦坡计划”对南亚东南亚区域发展贡献最大

的时期,又是其组织结构逐步完善并被赋予区域合作“亚洲特性”的时期。需

要指出的是,“科伦坡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的式微并非个案,而是具有时代

背景。这一时期,随着“东南亚主义”和“亚太主义”区域意识的兴起,以“科伦

坡计划”为代表的“泛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区域意识框架下的诸多区域

合作实践机制先后走向衰落或转型:除“科伦坡计划”外,20世纪70年代中期

亚太理事会成员相继退出并逐步解体;1974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改名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1975年,“湄公河计划”并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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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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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olombo
 

Plan,”
 

Himal,
 

March
 

1,
 

1997,
 

https://www.himalmag.com/a-
new-plan-for-the-colombo-plan/,

 

2020-06-22.



国开发计划;1977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因此,本文重点讨论1977年

以前的“科伦坡计划”及其与亚洲区域发展合作之间的互动,1977年以后“科伦

坡计划”的转型发展以及在进入21世纪后澳大利亚重新提出“新科伦坡计划”

等不属于本文研究范畴。

(三)
  

“科伦坡计划”框架下提供的对外援助

“科伦坡计划”主要有三个资金来源:英联邦国家的财政支持、美国援助、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ECAFE)及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援助。“科伦坡计划”主要通过资金

援助和技术援助两种方式开展合作。资金援助包括无偿援助和贷款,一般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电力和通信等领域,如修建机场、公路、铁路、水坝、发

电厂、医院、肥料厂、水泥厂、大学和钢铁厂等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设施,也

可用于提供种子、肥料、机械、实验室设备和交通工具等设备。技术援助包括

提供奖学金、派遣专家和培训技术人员等。
      

从时间段来看,1950—1970年,主要援助国通过“科伦坡计划”提供了资金

援助(包括无偿援助、贷款、出口信贷等)、技术援助及粮食援助。其中,美国提

供各类资金共计278.54亿美元、英国17.67亿英镑、加拿大9.19亿美元、澳大

利亚2.83亿澳元。① 20世纪50—80年代末,“科伦坡计划”向亚太国家提供资

金援助超过720亿美元、技术援助超过47亿美元、奖学金近30万个,举办各类

培训项目超过40万个。期间,1951—1960年提供财政援助超过63亿美元、提

供技术援助约1.5亿美元,为2万余名来自亚洲的技术人员提供了海外培训机

会,其中超过1万人由美国负责。②

从援助类型来看,在技术援助方面,1951—1972年,“科伦坡计划”提供约

7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开展技术援助,印度是最大的受惠国,其次是泰国、印度

尼西亚和越南。其中,1961—1970年,援助国提供技术援助共计13.7亿美元,

仅1968年就提供技术援助2亿美元。在人员培训方面,1950—1980年主要援

助国通过“科伦坡计划”向近12万名来自亚洲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培训,美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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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2012,”
 

p.19.
 



训了4.482万人、日本2.7585万人、澳大利亚1.9474万人、英国1.7237万人、

加拿大5305人、新西兰3835人。① 其中,1951—1960年,“科伦坡计划”成员国

和联合国机构为亚洲地区培训人员超过2.5万人,到1970年底,“科伦坡计划”

共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7.2544万名学生及受训者提供了技术培训。② 1951—

1960年,共有3272名亚洲学生在“科伦坡计划”项下赴英国接受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行政管理(716人),工业和贸易(477人),食品、农业和林业(415人),医

药和卫生(388人),运输和通讯(236人)以及金融、会计和税收(229人)等。③

在派遣专家方面,1950—1980年间主要援助国通过“科伦坡计划”向亚洲国家

派遣专家4.4万余名,其中,日本1.5786万人、澳大利亚1.0951万人、美国

1.0284万人、英国3729人、印度1480人、新西兰1205人、加拿大861人。④

1961年,在总结“科伦坡计划”实施十年情况时,英国认为“科伦坡计划”的

成就之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援助为参与成员国提供了“必需的最低限度

的援助流量”,“科伦坡计划”已成为当时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虽小但意义重

大的组成部分”。⑤ “科伦坡计划”秘书处认为,该计划为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发

展努力提供了一个国家合作框架”,是“伟大的人类冒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

独特实验”⑥,“科伦坡计划”国家发展援助项目被视为亚洲“新区域主义”的奠

基,⑦以至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科伦坡计划”都是“南亚东南亚援助动议

的代名词”。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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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坡计划”与亚洲区域发展合作的早期特征

“科伦坡计划”是“二战后亚洲第一个经济组织”、①“亚洲第一个国际性的、

政府间相互援助计划”,②也是“连接西方国家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第一

个多国发展援助计划”。③ 从区域合作视角研究“科伦坡计划”的区域意识、组

织结构、议程设置等所具有的“亚洲特性”或者说亚洲区域发展合作的早期

方式,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形成进程与规范

构建。

(一)
  

“太平洋主义”框架内的功能性议题

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及整个亚洲区域合作意识主要有

三个思想源头:一是“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是由亚洲国家主导的政治

导向的区域合作意识,主要谋求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自主发展;二是“太平

洋主义”(Pacificism),与“泛亚洲主义”同为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

不同的是,“太平洋主义”由西方大国主导并以经济发展等功能性议题为主,主

要诉求是致力于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持新独立国家政治稳定,维持域外大

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并最终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三是“东南亚主义”

(Southeast
 

Asianism)又称“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ism),与跨区域的“泛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相较而言更强调“东南亚”属

性,主要由东南亚国家主导。④

从区域意识上看,“科伦坡计划”属于“太平洋主义”区域意识。与同属跨

区域意识的“泛亚洲主义”相比,“太平洋主义”是一种微弱的区域意识,旨在突

显太平洋沿岸亚洲国家尤其是海上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及南太平洋国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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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1945—1967)》,尤其是第23—24、301—316页。



治、经济和安全诉求,比“泛亚洲主义”具有更鲜明的东南亚取向。① “科伦坡计

划”是在域外大国干预下开展的区域合作实践,英国和美国对现代东南亚区域

建构具有深远影响。英国较早提出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

gional
 

Cooperation)的理念并开展了一系列具体实践。美国则较早稳定而普

遍地使用“东南亚”(Southeast
 

Asia)的概念,不再沿用英国官方关于东南亚

(South-East
 

Asia)的术语,并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② “科伦

坡计划”作为域外大国主导、域内国家积极参与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其外部动

力和内部动力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全球性冷战及大国并不能够完全支配东

南亚地方的现实,即使最强大的美国影响东南亚的努力亦受到限制,而东南亚

国家及其他地方行为体有更多的自主权,利用冷战特殊的国际背景谋求适应

自己的政治、经济或战略需求的议程”。③ 从“泛亚洲主义”到“太平洋主义”再

到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主义”,以及随后的“亚太主义”,在上述区域意识下

先后形成明显不同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亚洲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The
 

Asi-

an
 

Way)、“太平洋方式”(The
 

Pacific
 

Way)、“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

“亚太方式”(The
 

Asian-Pacific
 

Way),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跨区域和本

地区域合作在思想理念、区域认同和规范建构上既有演进发展,又有明显的延

续性。“科伦坡计划”作为提出时间最早、延续性最强的亚洲区域合作计划,继

承并发扬了“泛亚洲主义”的跨区域合作理念,协调区域内外国家的利益和诉

求,同时推动孕育了本地区合作意识,对1967年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从议题上看,“科伦坡计划”首先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科伦坡计划”在

领域上聚焦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功能性议题,以发展援助为实现手段,可谓亚洲

最早的“南北型”区域发展合作实践。“科伦坡计划”将西方大国的关注从大西

洋移向太平洋,不仅使审视亚洲问题和从亚洲视角审视亚洲问题成为可能,并

为讨论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机会。④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和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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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ifiel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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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
cial

 

Science,
 

Vol.11,
 

No.2,
 

1983,
 

pp.1-1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郑先武:《开放的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1945—1967)》,第17页。
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第192—193页。



经济实力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对外援助作为一种资金的国际转移支付方式,

与经济能力密切关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倾向于将对外援助作为与共产

主义争夺影响力的手段。从区域层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严峻的粮

食和财政危机凸显了建立一个经济部门的紧迫性。① 从国家层面看,聚焦经济

和社会议题更加契合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需求,回避了容易引发争议的政治和

安全议题,有助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区域内外国家之间形成最大共

识,这也是“科伦坡计划”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并一度成为美英等域外大国维护

其在东南亚利益工具的原因之一。

同时,“科伦坡计划”逐渐由经济范畴向政治—安全范畴“外溢”。“科伦坡

计划”与同时期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分别是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的典

型。② 随着西方阵营将遏制共产主义与所谓自由世界的经济复苏发展挂钩,一

方面,东南亚作为欧洲和日本原材料供应来源的重要性逐渐被认可,其在全球

的优先次序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上升为地区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

英美等域外大国对亚洲的干预体现为遏制共产主义。英国政治与历史学者迪

尔曼·雷姆(Tilman
 

Remme)指出,1948年发生的“马来亚紧急事件”是战后亚

洲历史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冷战从欧洲、中东扩展到了东南亚。③ 美国将共产

主义在亚洲的威胁与其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威胁联系起来,向亚洲共产主义做

出妥协或让步被视为卑鄙的投降行为。④ 这一心态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产生了

深刻影响,推动美国将目光聚焦欧洲的同时兼顾亚洲,美苏阵营争夺的战场从

欧洲扩展到亚洲,双方均通过各种援助计划加紧了对亚洲国家的争夺和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科伦坡计划”也逐渐由经济范畴向政治—安全范畴“外溢”,成

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经济手段最终实现政治—安全目标的政策选

项。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科伦坡计划”充分体现了大部分政府援助项目同

时所具有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利己和利他这两对看似矛盾实则共生的双重属

性。“科伦坡计划”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是域外大国深入参与亚太地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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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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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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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议程、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工具,体现的是援助国的政治战略意图。但

是,“科伦坡计划”作为亚洲第一个区域性经济机制,在客观事实上又确实对推

动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同时,在接

受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与邻国分享技

术和经验,逐渐形成早期南南合作的雏形,为后来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

南合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二)
  

多边框架内双边运作的“软制度”

严格来说,“科伦坡计划”没有总规划,也没有成员国必须遵守的“强制度

性”安排,而是为亚洲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双边安排的总

和,具有多边框架、双边渠道、协商原则、共识性决策程序等“软区域主义”(soft
 

regionalism)特点。①

首先,“科伦坡计划”以双边渠道作为组织架构的基础。“科伦坡计划”的

受援国和援助国之间就此点达成共识。亚洲国家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目

标的实现不能依靠像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那样的区域组织的建立,亚洲国家的态度是援助应当在双

边基础上进行。② 该想法在1955年在印度举行的“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上

得到与会亚洲国家的确认,即通过“科伦坡计划”向亚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均应

在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基础上达成,协商委员会不负责援助资金的使用和分

配,国家主权是最重要的原则。③ 其次,“科伦坡计划”采取非正式、非结构的松

散的机制安排,没有一次性“否决”,而是将审慎和协商原则作为寻求和决定共

同意见的基础和指南,亦即所有决定都是经过协商的共识性决策。共识性决

策程序作为一种英联邦议事风格,这是1948年英联邦总理会议达成的最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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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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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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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https://go.gale.com/ps/i.do? p=USDD&u=
nju&v=2.1&it=r&id=GALE%7CCK2349268424&asid=1672462800000~5e05edc4,

 

2022-12-30.
B.

 

R.
 

Tomlinson,
 

“‘The
 

Weap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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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ened’:
 

British
 

Power,
 

Sterling
 

Balances,
 

and
 

the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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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mbo
 

Plan,”
 

in
 

Shigeru
 

Akita,
 

et
 

a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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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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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War,
 

and
 

the
 

Colombo
 

Plan,
 

p.35.



识,进一步肯定并强化了英联邦成员机制之间的自愿联合,既没有共同的最高

或单一中心,也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其行动的首要模式是政府间协商。共识

性决策程序承认非介入性、非正式性和以共识为基础的软性外交,而不是可能

限制国家主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组织,因而具有务实性和灵活性。这

种“泛亚洲”色彩、功能性议题导向与强调区域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平等原则、奉

行不干预主义及协商共识的决策程序等“共有规范”,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初创的区域合作“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①
 

澳大利亚时任外长珀西·斯彭德(Percy
 

Spender)对“科伦坡计划”的形成

影响较大。他认为,以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效率低下,

“科伦坡计划”应建成为结构松散、程序约束少、基于双边基础的多边区域合作

机制,确保援助国能够直接与受援国保持联系。② 经过协商,成员国一致决定

将“科伦坡计划”建成为一个以双边渠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部级机制,一般由

各国外长或财长、少数国家由总理作为最高级别代表,不具备行政权力,结构

松散灵活,主要通过召集区域会议共同协商发展合作方案,协商委员会和理事

会不对任何决议进行表决,由成员国之间共同协商、共同决定,在协商过程中

尤其强调“每个人的声音都要算数”(every
 

voice
 

counting)。③ 协商委员会主要

有四个职能:一是为争取双边援助提供平台;二是负责发布年度报告,详细呈

现各受援国的发展计划、实施进展并预估所需的援助资金规模;三是帮助推进

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系统化,以便获得外部援助;四是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问题提供非正式讨论的平台。④
 

这样,“科伦坡计划”被建成为一种“适宜的、非

强制的管理安排”,其决策程序建立在非正式、协商和全体一致之上,体现出

“软制度”的特征。⑤
 

“科伦坡计划”的设计基于惯例而非正式的法律条约,协商

委员会作为其核心机构并没有正式的约束性权力,它只是为各参与国召开会

议和协商提供相应服务,换句话说,作为“区域协调者”,“科伦坡计划”旨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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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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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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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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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4,
 

Vol.XII,
 

Part
 

1,
 

https://search.library.wisc.edu/dig-
ital/AKE3LEQIYFANAA85,

 

p.308,
 

2022-12-02.
 

Ademola
 

Adeleke,
 

Ties
 

Without
 

Strings?
 

The
 

Colombo
 

Pla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id,
 

1950-1980,
 

p.269.



成员国提供一个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的非正式“论坛”。①
 

美国同样坚持“科伦坡计划”的咨询组织性质,而不是正式的有实权的区

域经济组织。美国认为,“科伦坡计划”不是一个旨在管理经济发展援助的区

域性计划,相反,“科伦坡计划”下的援助项目并没有经过协商委员会的筛选,

完全是各个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边计划。② 1950年10月8—12日,英国

经济事务大臣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访问华盛顿,在10月10日与美

国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中,双方就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态度进行讨论。在这

次会谈基础上,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于1950年11月22
日正式表达了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立场:第一,原则上不反对“科伦坡计

划”;第二,“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不应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不必设立

永久性的秘书处;第三,美国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将继续通过

双边形式进行;第四,“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与该地区相关的非

英联邦国家。③ 事实上,美国曾一度试图将“科伦坡计划”改造为具有严格制度

和规则的正式地区组织,均以失败告终。④

(三)
  

包容的“开放的区域主义”

“科伦坡计划”的“太平洋主义”区域意识的地理指向使其对英联邦成员之

外的亚洲乃至太平洋国家开放,所具有的“软制度”组织架构孕育了其包容性

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从成员国范围及其加入程序看,“科

伦坡计划”最初由英联邦国家动议,但并不局限于亚洲英联邦成员国,而是对

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开放,成员国加入程序完全是非正式的,不需要成员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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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1954年10月4—9日,“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期间,美国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哈罗

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提出将“科伦坡计划”重建为新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建议,称为“史塔生计划”(the
 

Stassen
 

Plan)。这一部分可参阅NSC5429/2,
 

“Statement
 

of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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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批准,同时实行弹性进出机制,允许成员国退出,尽

可能达成利益最大公约数。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看,“科伦坡计划”强调自助

和互助,淡化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的二元区分,显示出尊重亚洲发展中国家主

权和自主性的意识。“科伦坡计划”可以说是一个针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的区域项目,但“区域”从来都不是该计划的标准或者说界限,所有成员国至少

在理论上尝试通过一种合作、自助及互助的形式促进共同发展。包容性与开

放性使“科伦坡计划”显示出“开放的区域主义”特征,包括“科伦坡计划”在内

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具有基于多样性或差异性的区域统一性或相似性,这

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unity
 

in
 

diversity)的“两面一体”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初期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区域开放性建构进程的基本特性。事实证明,过分

强调同质性和“东方”与“西方”人为分割的排他性的区域和跨区域主义在多样

性明显、对外依赖严重的亚洲是行不通的。这也是泛亚洲主义作为亚洲区域

主义的一种早期探索后来逐步让位于更强调异质性、包容性、开放性及尊重个

人关系、合作、和谐与不争论的共识建设的“新亚洲主义”或“太平洋主义”的重

要原因。① 反过来,“科伦坡计划”所具有的跨区域“开放的区域主义”模式有助

于形成“多边框架内双边会谈”的惯例。② “科伦坡计划”这种相对宽松的机制

和开放的心态使其得以长期存在并历久弥新,2004年越南、蒙古国加入,2008

年文莱、2012年沙特阿拉伯陆续加入,说明“科伦坡计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

具有一定吸引力。美国至今也仍在向“科伦坡计划”提供资金,2010财年至今,

美国每年向科伦坡技术合作委员会(Colombo
 

Plan
 

Council
 

for
 

Technical
 

Co-

operation,
 

CPCTC)提供1.7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机构行政开支,同时通过国

际走私与执法等账户向“科伦坡计划”提供支持。③

在“科伦坡计划”实施过程中亚洲地区意识逐渐萌芽成型。在英国的“东

南亚区域合作”产生与开始实践的同时,东南亚内生区域意识及合作亦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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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先武:《开放的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1945—1967)》,第119—120、270—271页。
同上书,第621页。
根据历年 OBM,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整理得出。



芽,①
 

“科伦坡计划”的经验间接促进了亚洲区域主义的崛起。② “科伦坡计划”

最初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后来扩至亚太国家,本身就天然带有区域属性。

援助国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同时与多个亚太国家保持对话,推动亚太国家一起

制定未来发展计划,在共同对区域发展议题和方案提出集体意见的过程中区

域认同也在萌芽并不断成型。同时,援助国和亚太受援国在“科伦坡计划”实

施过程中均十分强调亚太国家的自助与国家之间的互助,印度、斯里兰卡、印

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区域内国家陆续成为对外援助尤其是技术援助的供

给方,不断在相互之间并向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援助,使得“科伦坡计划”具有了

南南合作的色彩,这也有助于巩固并加深地区认同。例如,1961年设立的区域

内培训项目(Intra-Regional
 

Training
 

Programme),不仅区域内国家之间相互

提供培训机会,更重要的是旨在通过该项目加强联系以便更好地协调南南合

作。这一时期,以“科伦坡计划”为代表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在区域规范

建构、组织经验积累等方面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东盟的诞生产生了影响。

从“科伦坡计划”开始,东南亚逐步走向更紧密的以区域为基础的合作,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英国、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家还借助“科伦坡计划”启动

了涵盖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下湄公河盆地的水资源开发计划“湄公

河计划”(The
 

Mekong
 

River
 

Project),这是东南亚及整个亚洲首个区域发展国

际合作项目。③ 1991年,在“科伦坡计划”实施4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前总督比

尔·海登(Bill
 

Hayden)曾表示,40年前,“科伦坡计划”是向亚太地区提供合作

与经济援助的少数机构之一,今天有许多这样的机构,但从“科伦坡计划”中获

得的有益经验对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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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区域影响(1945—1967)》,第138页。
Shigeru

 

Akit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ombo
 

Plan
 

and
 

the
 

Sterling
 

Area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n
 

Shigeru
 

Akita,
 

et
 

a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Decolonization,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mbo
 

Plan,
 

p.128.
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第197页。
The

 

Colombo
 

Plan
 

Secretariat,
 

“A
 

Legacy
 

of
 

Excellence:
 

The
 

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
 

p.57.



三、
  

“科伦坡计划”与国际政治的复杂互动

以“科伦坡计划”为代表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体现出冷战初期国际政治

的复杂关系,既有域外大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互动,又有域内国家之间的互

动,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果。它既体现为国际

政治在国家、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层次的博弈与演变,又体现为安全、

政治、经济和援助等领域的议题竞争与合作。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和地缘竞争

中心重回亚太地区,作为该地区最早的区域合作项目,“科伦坡计划”的重要性

重新凸显,尽可能地研究清楚它同今天诸多事态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当今世界

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具有史鉴意义。用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

的话说:“如果将地区比较研究与对全球权力和进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就会提

供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方式,使人们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①

(一)
  

“科伦坡计划”反映出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进程

“科伦坡计划”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在

亚洲的对抗和冲突,还因为它反映出美国在冷战时期将目光焦点从欧洲中

心投射到亚洲甚至东南亚边缘地区的过程,体现了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

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至朝鲜战争爆发前,亚洲并非美国的优先事

项。由于资源有限,美国决策者对全球战略布局有个轻重缓急的利益排序,首

先要对那些对美国安全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家提供援助,确保它们保持独立

和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完成经济复苏。这一时期,美国行政当局认为,除日

本外的亚洲是一个不需要美国政府干预的地区,而且欧洲国家在该地区已经

拥有必要的权力和影响力。② 亚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在对外援助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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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年版,序。
B.

 

R.
 

Tomlinson,
 

“‘The
 

Weapons
 

of
 

the
 

Weakened’:
 

British
 

Power,
 

Sterling
 

Balanc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ombo
 

Plan,”
 

p.41.



配上得到充分体现。1947年4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站在维护国家安

全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问题发布的一份文件中,美国根据“对安全

的重要性”和“需要的紧迫性”两个标准,对计划提供援助的国家进行排序,如

果按照第一个标准,排列顺序参见下图,如果把两个标准结合起来考虑,日本

就会上升至第8位,其他国家大致保持原位。① 这份文件表明,美国在这一阶

段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日本的重要性在亚洲排名第一,但亚洲整体位于最

末,关于亚洲的考量受欧洲局势左右。此时,美国对亚洲政策仍处于摇摆之

中,一方面,承认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对于美国区域及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仍强调在亚洲的“有限责任”及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域外国家的“责

任共享”,对于多边援助计划态度并不积极。1949年9月,美国国务院远东事

务办公室负责人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声称,“我们必须阻

止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使之为亚洲的‘马歇尔计划’奠定基础的努

力,不仅因为‘马歇尔计划’对亚洲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亚洲

国家应更加努力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②
 

1.
 

英国 5.
 

荷兰 9.
 

土耳其 13.
 

日本

2.
 

法国 6.
 

奥地利 10.
 

希腊 14.
 

中国

3.
 

德国 7.
 

意大利 11.
 

拉丁美洲 15.
 

朝鲜

4.
 

比利时 8.
 

加拿大 12.
 

西班牙 16.
 

菲律宾

图 1947年美国计划提供援助国家排序

资料来源:〔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
1991)》,王振西、钱俊德译,王振西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3页。

到1949年末,美国意识到有必要对亚洲进行干预。1949年底、1950年的

地区局势,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及朝鲜战争

的爆发,迅速推动美国的亚洲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对杜鲁门政府“丢失中

国”的指责迫使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承担更广泛

的义务。1949年3月29日,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提出的《美国对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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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第112—113页。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in
 

two
 

parts),
 

Vol.VII,
 

Part
 

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1199.



的政策》文件认为,
 

美国在该地区的两个目标,一是鼓励东南亚地区同大西洋

地区以及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二是遏制和稳步减少克里姆林宫在

该地区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应采取多边合作方式,重新审视其亚洲

政策。① 在《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文件基础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于

1949年12月23日和12月30日发布了《美国对亚洲 的 立 场》文 件 草 案

(NSC48/1号)及其正式文本(NSC48/2号),全面阐述美国的亚洲政策,《美国

对亚洲的立场》成为美国新的亚洲政策的纲领。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对东南亚

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鼓励亚洲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与美国、亚洲地区的非共

产党国家之间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关系。② NSC48/2号政策文件“将东南亚纳入

遏制战略的范畴”,“在这以前,美国政府对亚洲的政策是以国别政策体现出来

的。从此以后,美国政府才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③
 

1952年,“马歇尔

计划”结束,使得美国能够有更多资源投向亚洲并提供更多援助。进入1953

年以后,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阻止亚洲国家被纳入共产主义轨道,这里强调的

是整个地区,而不是某个国家,这与该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

论”相一致。④ 与“多米诺骨牌理论”隐喻紧密关联的更大关切是美国在冷战中

所作的全球承诺的可靠性。⑤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将共产主义视为广泛范

围内的敌人,美国对外战略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奉行的

“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欧洲第一”走向全球主义,亚洲政策成为美国全球冷

战政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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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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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VII,
 

Part
 

2,
 

Document
 

317,
 

ht-
tps://history.

 

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7p2/d317,
 

2022-12-17.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VII,
 

Part
 

2,
 

Document
 

38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7p2/d387,
 

2022-12-17.
崔丕:《美国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形成与英国(1950—1954年)》,《国际冷战史研究》

2004年第1辑,第4页。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4月7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那么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将受到威胁。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

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Office
 

of
 

the
 

Historian,
 

“Document
 

71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Indochina,
 

Vol.XIII,
 

Part
 

1,
 

https://history.state.gov/
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3p1/d716,

 

2022-12-09.
〔美〕约瑟夫·奈:《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安刚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态度发生“急转弯”。在1950

年“科伦坡计划”提出之初,美国对是否成为成员国还持相当保留的态度,强调

美国的参与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诺提供财政援助。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

任总统后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对“科伦坡计划”的态度也有

所转变,到1954年时美国已经在考虑将“科伦坡计划”作为在亚洲地区提供经

济援助的载体和枢纽。1954年8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当前

美国对远东的政策》(NSC5429/2号)文件,明确提出在自助和互助的基础上,

鼓励尽可能多的亚洲自由国家,包括日本和“科伦坡国家”集团(Colombo
 

Pow-

ers),①在美国和其他适当的西方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下,迅速组织一个经济集

团,通过联合行动,使这些亚洲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保持独立所需的经济和

社会实力。②
 

1954年12月30日,在国务院准备的《未来美国对亚洲经济援助

的政策》立场文件中,美国提议常设“科伦坡计划”秘书处,进一步加强协商委

员会的作用,秘书处的职能是协助协商委员会制定扩大区域内的卫生健康、贸

易投资和发展合作项目,美国为此应提供合理的金额支付该组织的费用。③

1955年1月24日发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506号文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

立场,明确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29/2号文件和NSC5429/5号文件中提

出的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性经济机制的主张,认为通过“科伦坡计划”完全

能够实现上述目标。④ 也就是说,经过五年发展,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态度

从相当保留转变为将其视为在亚洲地区的主要援助机制和协调中心,“科伦坡

计划”反映出美国亚洲政策从完全从属于欧洲政策转变为全球冷战遏制政策

组成部分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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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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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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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XII,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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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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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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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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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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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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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search.library.wisc.edu/digital/AKE3LEQIYFANAA85,

 

p.1082,
 

2022-12-02.
 

NSC5506,
 

“Futur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ssistance
 

for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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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FRUS,
 

1955-1957,
 

East
 

Asia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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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
 

Vol.XXI,
 

Document
 

7,
 

https://history.
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1/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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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坡计划”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的权势转移

“科伦坡计划”反映出美国亚洲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美两国权势转移的表征。冷战向亚洲的延伸,如同其在欧洲一样,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它是一个多层面演变的过程,在国际格

局层面和民族国家层面都引起了根本性变革。一个重要的局部主题是西方的

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心已由英国转移到美国。①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属地所具有的支配性地位,英

国对于以“科伦坡计划”为代表的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实践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早在1944年12月,英国殖民部国际关系部发布《殖民政策的国际侧面》,

明确将东南亚置于英国利益攸关的重要区域。② 英国清楚,对于维持国家地位

和国际收支平衡,政治威望和影响力具有与经贸交往同等重要的作用,放弃英

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会导致英镑集团的解体,并在南亚和东南亚等

地区造成权力真空。因此,英国不愿也不能减少国防预算或退出海外义务。

但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英国经济遭到严重削弱,英镑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被确定为不可兑换货币,英国国际收支赤字和英镑疲软使得英国用

于发展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1949年初,英国常务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

爵士(Sir
 

William
 

Strang)在对东南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考察后认为,英国在该

地区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英国显然不能单独发挥这一作用,

而应由英国的经验和美国的资源相结合来发挥。③ 为解决维持世界大国地位

的意图与能力之间的矛盾,英国决定将部分海外责任转给盟国,尤其是美国。④

1949年11月2—4日,英国在新加坡举行区域会议,会上英国外交部展示了一

份关于英国东南亚和远东总体政策的备忘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英国对东南亚政策的首份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没有美国的参与,任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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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而,争取美国的参与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① 英

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出台的契机,借力美国援助东南亚

来维持其自身的世界大国地位、平衡大国权力和责任义务之间的关系。有学

者认为,“第四点计划”的提出既为英美在东南亚的协调提供了契机,也为“科

伦坡计划”的成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马歇尔计划”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

合作”政策形成联系。②

相较英国对大国地位的坚持,美国对自身全球领导角色和海外义务的认

知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加深和扩张的过程。一方面,美国对自身全球领导角色

和海外义务的认知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罗斯福政府时期认为美国在作为世界

强国方面是个生疏的新手;③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表示,1944—1945年,

美国发现自己拥有新的力量,但却没有进入能发挥力量的角色;另一方面,美

国努力回避自身全球领导角色带来的与英国世界大国地位之间的结构性冲

突。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英美关系是比正式联盟更深的大国合作

关系,它使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角色更加困难,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与英国保留

其前全球领导遗产的利益发生冲突。④ 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并不绝对排斥英

国在亚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影响力,1950年1月,时任国务院政策设

计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高层政策讨

论中指出,大英帝国的解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英联邦有很多事情是美国做

不到的,美国希望英联邦继续发挥作用。⑤
 

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影响体现出这一时期英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进程。

1948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一份备忘录中谈

及东南亚区域形势及其应对措施时指出,“当下,唯一能为对抗共产主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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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物资或军事资源的就是美国”。① 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影响是多

方面的,一是改变了“科伦坡计划”的成员性质,将其从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组织

转变为包括更多非英联邦国家的亚洲地区组织。1953年4月20日,美国发布

的《科伦坡计划及其作为亚洲区域发展协调中心的可能性》备忘录指出,美国

担心“科伦坡计划”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美国—英联邦俱乐部,美国的立场是:美

国是否应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将视该地区参与国的增加而定。② “科伦坡计划”

的成员最初是7个英联邦国家,美国担心“美国—英联邦俱乐部”只是一种策

略性表述,虽有美国之名,实则是英国主导的英联邦封闭性小圈子。时任美国

援外事务管理署长史塔生指出,“科伦坡计划”也有缺点,它有英联邦的根子并

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英镑货币运作来融资的。③ 为克服这些缺点,美国

的做法是将自己的非英联邦亚洲盟国拉入该组织,改变它的成分和性质,尤其

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盟国日本加入。1954年8月23
日,美国国务院召开讨论“科伦坡计划”的会议指出,日本不是“科伦坡计划”的

成员,任何计划都应该认真考虑最终包括日本。④ 由于美国持续施压,在1954
年10月举行的“科伦坡计划”渥太华会议上,日本、泰国、菲律宾被接纳为正式

成员。至此,“科伦坡计划”成员由最初的7个英联邦国家发展为17个国家,其

中,英联邦国家8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

加拿大、英国),非英联邦国家9个(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

挝、菲律宾、日本、美国)。时任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美国代表梅瑞尔·盖伊

(Merrill
 

Gay)指出,由于包括了非英联邦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更积极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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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计划”英联邦的特征基本上消失了。①

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主导“科伦坡计划”的组织架

构,使其形式、功能和性质等与美国的主张基本保持一致。首先,美国主张双

边原则作为“科伦坡计划”的基本形式,在“科伦坡计划”名义下开展的所有实

际贷款和援助资金均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美国认为,通过区域组织提供援助

最困难的问题是对美国资金使用的控制,因此对美国援助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拥有充分和直接的控制是美国国会为“科伦坡计划”提供更大规模拨款的前

提。1949年3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会谈备忘录写道:

“美国同意加入‘科伦坡计划’的主要条件之一是所提供的任何援助应完全以

双边关系为基础。该组织不应该试图指明在两个受援国之间谁最优先需要援

助,也不要指明任何受援国应得的援助数额。”②美国不愿在援助事务的决策和

实施上受“科伦坡计划”约束,不愿将自己的资金交给“科伦坡计划”,美国认为

如果将援助资金交由该组织支配,只能扩大该组织的影响;但是借助双边原则

自主决定援助对象和金额,美国则能够将援助直接投向目标国家,以便对目标

国家的政治经济直接施加影响。可以说,美国通过“科伦坡计划”扩大了在亚

洲的影响,同时也架空了“科伦坡计划”。

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第三个影响是作为“科伦坡计划”最大援助国所具

有的主导作用。1950—1951年,美国向参加“科伦坡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约

为7000万美元;1951—1952年,美国提供无偿赠与资金约1.5亿美元、提供贷

款资金约2.8亿美元。③ 1963—1964年,美国在“科伦坡计划”技术合作项下的

支出几乎占援助国总支出的82%,是英国的15倍。④ 1951—1969年,即“科伦

坡计划”实施的头20年,美国通过“科伦坡计划”提供无偿援助、双边贷款及技

术援助等各类资金超过25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英国仅提供各类援助17.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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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在1958

年9月13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自1951年以来,约有85%的

“科伦坡计划”援助资金来自美国,超过30亿美元,美国在“科伦坡计划”中的

援助比重之大,象征着东亚秩序的转变。②

(三)
  

“科伦坡计划”体现了域内外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

“科伦坡计划”是亚洲区域最早的和最成功的、融“南北型”(南北合作)和

“南南型”(南南合作)为一体的区域发展计划。“科伦坡计划”与同一时期的

“湄公河计划”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东南亚区域发展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局部成

长的“双引擎”,“东南亚区域”的开放性建构由主要依赖外部力量进入一个内

外力量紧密互动和内部力量快速生长的新阶段。③ 在这一进程中,域内外国家

之间、区域内国家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关系。

一方面,“科伦坡计划”体现了域内外国家之间的不同诉求,尤其是英联邦

国家与非英联邦国家之间、英美之间、其他中等国家与世界大国之间存在的既

竞争又合作的微妙关系。“科伦坡计划”最初由英联邦国家提出,旨在通过提

供经济社会援助维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传统优势、对抗苏东共产主义在亚洲

的影响,英国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日本、菲律宾、泰国等与美国关系更加密切

的非英联邦国家加入,尤其是美国持续保持“科伦坡计划”最大援助国的地位,

“科伦坡计划”的英国色彩逐渐淡化。同时,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中等国家在

“科伦坡计划”实施过程中通过在英美之间的巧妙平衡实现了自身在亚太地区

的政策目标。

“科伦坡计划”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抢夺阵营的战略

工具。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竭力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各

自阵营的影响力,同时,在亚非拉“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展开发展模式和道路

的激烈竞争,对外援助成为竞争的工具之一,“科伦坡计划”旨在通过提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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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援助,切断贫困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避免发展中国家因为贫困问题

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项。正如1951年12月20日英

国内阁的联合照会所指出的,英国推动“科伦坡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承诺

提供经济援助,使该地区的人民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以维持英国在该地区的

影响力,换句话说,该计划是英国战后政治战略的一部分。① 1955年,英国外交

部获得财政部的批准,为“科伦坡计划”的技术合作项目提供700万英镑,这比

最初批准的前六年的250万英镑有了较大增长,表明英国政府对该计划越来

越重视。1956年7月,英国东亚政策部门间委员会向内阁提交的一份报告指

出,“科伦坡计划”必须继续作为英国对已独立英联邦和其他国家经济援助的

主要工具。②

“科伦坡计划”体现出中等国家利用区域合作机制在大国之间的巧妙平

衡,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对“科伦坡计划”的使用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对

于澳大利亚等来自西太平洋地区的中等国家来说,遏制共产主义是其参加“科

伦坡计划”的主要原因,共产主义而非苏维埃帝国主义是对地区稳定的主要威

胁,南亚和东南亚对他们的安全至关紧要。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森

(Lester
 

Pearson)在科伦坡会议上指出,苏联帝国主义可以通过反制力量来遏

制,而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有效补救措施是经济发展;③另一方面,随着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自身经济发展和英国权力的相对下降,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澳大

利亚等中等国家逐步具有了自我意识和地区野心,希望在本地区的外交政策、

经济发展和软实力构建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英美

加入的援助计划不可能长久存在,澳大利亚一方面作为英联邦国家继续配合

英国通过“科伦坡计划”维持在亚洲的传统优势;一方面力主美国加入,支持美

国将“科伦坡计划”当作“第四点计划”在亚洲的延伸,以实现争取美国资金、加

深澳美同盟的目的。正如澳大利亚时任外长斯彭德强调的,澳大利亚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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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展与英联邦的关系,还要努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是澳大利亚未来

最大的太平洋盟国。① 正因此,1954年,美国提出让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澳

大利亚一开始拒绝同意日本加入,但为照顾美国的利益和感受,澳大利亚不仅

最终自己同意,并且帮助美国说服英国答应了让日本加入的要求。澳大利亚

积极推动“科伦坡计划”,在“科伦坡计划”实施的头20年里提供各类援助约3

亿澳元,②金额不大,但占澳大利亚这一时期双边援助的90%,可见澳大利亚对

于“科伦坡计划”的重视程度。澳大利亚围绕“科伦坡计划”所做出的努力为

“科伦坡计划”注入了明显的澳大利亚因素,以致“科伦坡计划”一度用澳大利

亚外长斯彭德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斯彭德计划”。作为中等国家,澳大利亚在

协调英美利益、撬动大国力量的微妙平衡中成为英美在亚太地区的代理人,拓

展了战略空间,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斯彭德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科伦

坡计划’是一个小国如何影响历史的戏剧性范例。”③

结  语

“科伦坡计划”是世界上提出最早的至今仍在运行的区域援助计划,是亚

洲第一个国际性政府间援助计划,也是当今重要援助国日本参与的第一个官

方发展援助计划以及澳大利亚等中等国家在亚太地区开展的主要援助计划。

“科伦坡计划”的重要推动者、澳大利亚时任外长斯彭德在“科伦坡计划”提出

20多年后曾表示,“科伦坡计划”从相对一个较小的起点开始,成为历史上最成

功的国际合作之一。④ 因此,“科伦坡计划”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足够重

视,以便了解当时围绕“科伦坡计划”发生了什么并造成了什么结果。本文从

案例研究的视角切入,研究自1948年英联邦总理会议动议至1977年更名期

间“科伦坡计划”的缘起、发展和演变,提炼其所代表的早期亚洲区域合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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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特征,深入分析西方大国及周边新兴国家等域外国家与域内国家开展

“科伦坡计划”的动力机制及之间的复杂互动,从研究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和启发。

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兼具政治性与经济性、利己与利他这两对看似矛盾实

则共生的双重属性。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官方发展援助,既具有明显的政治

色彩,需要完成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利己使命;又是一项复杂

的经济技术工作,需要履行国际道义责任、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不能简单地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区域合作机制是多双边渠道的折中和结合,一个灵活松散、程序约束少、

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的区域合作机制具有务实性和可行性。面对全球

化逆动浪潮,在一定时期内,“回到区域”成为未来国际局势最有可能的图景。①

因此,在当前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进程受阻、国际机构影响力下行的大背景下,

以“科伦坡计划”为代表的区域治理理念与实践能够对多双边合作形成有益

补充。

中等国家能够在全球大国的博弈平衡中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以“科伦

坡计划”为例,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等国家一方面将有限的援助资源集中统

筹使用以实现工作合力,亚太等周边地区是其对外工作的绝对重心;另一方

面,中等国家巧妙平衡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既作为主要大国的地区代理人

又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追求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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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此意义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指出,在当前复杂竞合系统下,应看重东盟“超级联

系人”的作用,在亚太地区尝试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参见翟崑:《“困境即使命”:构建中

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3期,第1—12页。


